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池上新

内容提要：市场转型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波及居民健康。本文从市场转型理论出发，以

CGSS2011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层次回归模型，考察了市场化程度对中国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影响，

以及单位部门、政治资本、社会流动等因素在市场化进程中影响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变化趋势。研究发

现：第一，区别于东欧国家，中国的市场化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积极的净效应；第二，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

平存在跨部门差异，公有部门要显著高于私有部门，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公私两部门劳动力的健康不平等将

逐渐缩小。第三，政治资本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效应也将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趋于弱

化。第四，不管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上向社会流动并未有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但下向社会流动明显不

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至于社会流动在市场化进程中是扩大还是缩小健康不平等，并未得到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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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至今，中国的市场转型（也称市场化改革）已走过 40个年头。以往对市场转型的研究，更多聚

焦于经济领域。然而，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1897]1951）曾指出，社会经济变化对个人健康具

有潜在的影响。这说明，市场转型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对居民健康也有着深远影响，这在一些

东欧国家得到了佐证。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国家剧烈的市场转型过程给人们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健康危机

（Mäkinen，2000；Whyte & Sun，2010）。如果用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从图 1中不难

看出，东欧各国国民的健康水平在市场转型初期（大约 1989—1995年）急剧下降，尽管 1995年之后部分国

家的健康状况有改善趋势，但一些冲击较为严重的国家（如俄罗斯等），直到 2010年，其人均预期寿命还未

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

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市场转型相对平缓，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对居民健康有怎样的影响，在以往研

究中往往被忽视了。当然，市场转型主要影响的是非农劳动力群体，非劳动力群体或者务农受其影响并没

有那么明显。以往学者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探讨市场化如何影响了非农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和职业流动

（Nee，1989；Bian & Logan，1996；Walder et al.，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刘精明，2006；梁玉成，200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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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程诚，2012；等）。尽管围绕着“谁在市场转型中获益”还一直存有争议，但研究者普遍认同两个观点：其

一，市场转型从根本上重塑了非农劳动力的就业和社会流动格局（Bian，2002）；其二，这种转型直接、间接

地增加了收入和职业获得的不平等（Hauser & Xie，2005）。因此，市场转型在提高他们收入的同时，为更

多、更广和更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的享有提供了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市场转型对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有

利。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对部分非农劳动力稳定感的形成和身心健康具有一定

的负面效应。例如，越来越多的“白领猝死”事件，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以及自杀问题等。因此，中国的

市场转型对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且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其影响的变

化趋势又是如何？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图 1 东欧各国的人均预期寿命（1980—2012）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健康数据库<http://data.euro.who.int/hfadb/>。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市场转型与健康：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Tang等（2000）指出，除了经济层面的变化，市场转型也意味着“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根本变迁。这一点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之所以称之为“转型”，因为它不仅包含着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意味

着从计划经济的统包统揽、平均分配的管理体制向市场化的需求导向、优胜劣汰的管理方式的变迁。这种

转型既为个体财富积累和职业成就提供了更大的潜力和空间，又可能因为不确定感和不稳定感的增强，对

劳动力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市场转型对健康的促进效应，从改革开放以后快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以及大幅度提高的人口健康水平

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1979—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为 9.8%①，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居

民的健康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改革开放前的 67.9岁提高至 2000年的 71.4

①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3/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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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庄亚儿、张丽萍，2003），再到 2015年的 76.34岁①，已经领先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要比欧

洲的一些国家还高；再如，我国在挽救新生儿生命上也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1991-2013年间，我国的婴儿

死亡率降低了 75.5%，由 50‰降至 9.5‰②。在微观层面，经济收入对居民健康的积极效应也得到了众多学

者的认同（Lowry & Xie，2009；王甫勤，2012；焦开山，2014；池上新，2014/2016；等）。此外，除了增加经济

收入，市场转型也会通过提高居民对经济前景的乐观程度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例如有一些学者也表

明，市场改革后，中国居民会因所住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产生更加乐观的态度（Ross et al.，2000）。

市场转型对健康的消极效应，一部分来源于对新规则的陌生和“排异反应”，一部分可能源于改革时代

社会保障网的减少造成的茫然无措。一项关于“就业环境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表明，工作条件的不稳定和

就业前景的不确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Tausig & Fenwick，1999）。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并

非所有的个体在市场改革时期都感觉他们的境况不确定。个体就业环境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

其身心健康，取决于他们的工作种类（Reynolds，1997）。总之，市场转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会增加经济

收入，也有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我们提出两组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 1.1）：市场化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利大于弊，即具有积极的净效应；

（假设 1.2）：市场化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弊大于利，即具有消极的净效应。

（二）市场转型与健康不平等：扩大还是缩小？

倪志伟（Nee，1989）的市场转型理论囊括三大论题：市场激励、市场权力和市场机会，分别对应个体的

就业单位（即市场转型是否有利于直接生产者、劳动收入与绩效挂钩、人力资本升值等）、政治资本（即市场

转型是否降低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和社会流动（即市场转型是否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的变化情况。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中国的市场转型将直接影响个体的就业单位、政治关系、社会流动和居住环境等

（Xie & Hannum，1996；Wang & Hu，1999；Tang & Parish，2000；Zhou，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刘精明，

2006；梁玉成，2007；等）。这些不同的后果在市场化进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劳动力的健康不平等。换而

言之，市场化对这些不同的后果与健康不平等之间可能具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如图 2所示。

图 2 市场转型与健康不平等的作用路径

1.单位部门

就业状况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影响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众多研究表明，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两种不同

①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获知。

② 根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2014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获知。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 52



Vol. 6 No.3, May. 2018
http://src.ruc.edu.cn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第6卷 第3期
2018年5月

的职业制度安排：一类是“国家再分配机制”，另一类是“市场机制”（Nee，1989；Nee & Cao，2005；Nee & Op⁃
per，2010）。这两类制度的运行逻辑迥异，因此提供了不同的“约束性条件”，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呈

现出不同的单位/部门属性，即某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胡安宁、周怡，2013）。这种分割分别对应于劳

动力市场中互为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公有部门（或称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Nee & Cao，2005）。前者采用国

家再分配机制，后者采用市场机制。不同单位部门下的劳动力，在工资收入、工作稳定性、社会福利等方面

有很大的差别。公有部门往往为劳动力提供最全面的福利和服务，可以说，在市场改革时代，他们仍然保

留了资源再分配的性质（Tang & Parish，2000），遵循的是国家再分配机制。换句话说，公有部门很可能继

续为职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补贴、医疗、养老、托儿所、子女升学等服务或其他社会资源（Lin & Bian，1991；
Logan & Bian，1993）。①因此，市场改革对公共部门的员工冲击较小。相对而言，私有部门的蓬勃发展见证

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Kornai，1992；Rona-Tas，1997）。进入私有部门意味着，需要承担市场波

动带来的风险，政府不再提供广泛的福利和服务（Tang & Parish，2000）。此外，尽管他们提高了职业声望

和收入水平，但也面临较高的风险和相对恶劣的工作条件（Davis，1999；Zhou，2000）。因此，我们推测：（假

设 2.1）公有部门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要高于私有部门。

市场转型的过程，是市场日渐繁荣和国家干预相对萎缩的过程，甚至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体

制已经实现了从国家再分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Nee，1989）。因此，兴起了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和混合企

业，虽然他们附带的福利少，但是往往会提供更高的工资报酬（Shu & Bian，2003；Tang & Parish，2000）。

随着市场化进程，私营企业的员工最大的收益就是收入的大幅增长（Zhou，2000），这种趋势可能会激励他

们特别看好未来的经济前景。在市场转型中后期，一些公有部门也纷纷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进

程。因此，公有部门在改革时期也面临着市场机制的“侵蚀”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的“消减”。鉴于此，我们推

测：（假设 2.2）随着市场化进程，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健康差距将会越来越小。换而言之，市

场化进程有助于减小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2.政治资本

市场转型是否改变了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率？“权力持续论”者认为，党员（或其他形式政治资本的持

有者）在市场改革时代仍然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Bian，2002；Bian & Logan，1996；Tang & Parish，
2000；Zhou，2000），因为较高的政治权力往往有助于更多资源的获得（Walder，2003）。比方说，党员普遍

要比非党员对于市场经济的成功持更加乐观的态度（Tang & Parish，2000），这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健康水

平，所以我们推测：（假设 3.1）拥有较高政治资本的劳动力，往往具有较好的自评健康状况。当然，我们也

看到，市场转型本身对政治特权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的精英地位会随着国家再分配体系范围和力度的减

小而受到动摇。这样一些过去习惯了权力赋予的安全感、优越感的政治精英们，也更容易在改革期间感知

到市场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测：（假设 3.2）政治资本对非农劳动力健康的积极作

用将随着市场化进程趋于弱化。

3.社会流动

市场转型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Nee（1989）在市场转型理论中提出了“市场机会论题”，即“向市场经

① 当然公有部门之间的福利差异也很大，主要看具体的单位部门以及个人在单位的资历、经验等。总的来说，和私有部门相比，公

有部门的工作条件、待遇和市场改革前相比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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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转型会带来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一条不同于权力精英所走的

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上层”（刘欣，2003）。因此，市场转

型通过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影响着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囿于截面数据的限制，社会流动与劳动力健

康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王甫勤（2011）考察过代际职业流动对于健康的影响，他将职业流动分为短

距离和长距离流动，认为只有当人们发生长距离职业流动时，上向流动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才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下向流动则会明显降低人们的健康水平。但是王甫勤（2011）的研究对于居民的代内流动未给予考察。池

上新（2016）针对全体居民的研究发现，阶层流动的健康效应为：上向流动是一代人牺牲自身的健康水平来保障

下一代人较高的健康水平；而下向流动是一代人虽获得自身的健康补偿但却降低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水平。按

照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的健康状况要优于社会下层的人。因此我们推测：（假设4.1）不
管是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上向流动有利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而下向流动则不利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

对于社会流动随着市场化进程是降低健康不平等还是扩大健康不平等，目前还存在争论。Bartley等
（2007）研究发现，社会流动对于不同阶层居民的健康不平等起到了“混合”的作用，可以说，社会流动降低

了健康不平等。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Boyle等（2009）利用同样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个社会阶层之

间的健康差异梯度并没有发生很大改变，因此，社会流动并不一定会降低健康不平等，甚至还有可能起到

反作用。鉴于此，我们提出两组竞争性假设：（假设 4.2）社会流动随着市场化进程将会缩小健康不平等和

（假设 4.3）社会流动随着市场化进程将会扩大健康不平等。

三、数据、变量以及测量

（一）使用数据和统计模型

本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实施的 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11）。除了海南省、西藏、宁夏、新疆、内蒙古外，在全国其他 26个省份或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采

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涵盖全国 246个居（村）民委员会，在全国共计完成 5920份有效调查问卷。由于

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非农劳动力群体，因此，一共筛选出了有效样本 2161个。此外，由于市场化指标是个

二层次变量，因此本研究中使用了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统计方法，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个体层次

Yij=β0j+β1jX1ij+β2jX2ij+…+βkijXkij+rij
在分析中，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kij为单位部门、政治资本、社会流动以及性别、年龄、社区类型、受教

育程度、年收入对数等控制变量。βki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ij为方程残差。

2.省份层次①

β0j=γ00+γ01W1j+u0j

β1j=γ10+γ11W1j+u1j

在省级层次，主要的变量W1j为市场化程度。其对因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即

① 准确地说，CGSS数据在抽样上不具备省级层面的代表性。但本研究中，我们测算了用CGSS数据算得的分省非农劳动力自评健

康指标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10年分省人均预期寿命指标二者的相关系数，发现相关系数达到0.607（P<0.01），因此，我们认为用CGSS
数据估算的省级统计指标有一定价值。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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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j方程所示，γ01、u0j为截距层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二是斜率层次，即β1j方程所示，γ11、u1j为斜率层

次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残差。其分别反映了第二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对因变量的直接结构效应（二层次

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结构效应（由于第二层次变量的作用，使得个体层次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程度具有结构性差异）。

（二）变量及测量

1.自评健康以及健康不平等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非农劳动力的健康状况。个体健康的测量方法比较多样，在以往的医学或病理学研

究中，一般采用医学健康指标来测量，比如死亡率、发病率以及具体疾病（如心脏病、肥胖症、高血压和高胆

固醇等）（王甫勤，2012）。而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采用健康的主观评估法，原因在于：其一，社会学的研究

不是为了解决疾病以及康复问题；其二，由于个体认知偏差，尽管主观评估结果同人们真实健康状况之间存

在一定的偏差，但主观健康评估仍然被认为是死亡率和其他功能性限制的有效预测指标（Lowry & Xie，
2009）。最近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自评健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齐亚强，2014）。因此，同国外很多研

究一样，在本研究中，“健康状况”是通过人们的主观评估来测量。相比以往一些学者仅用简单的一道题来

测量个体的健康水平，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一个量表共 6道题来测量个体的健康水平，包含生理

和心理健康（见表 1）。答案根据利克特量表设计成 5个等级：“从来没有”“很少”“有时”“经常”和“非常频

繁”，并按顺序分别赋值5至1分①，得分越高意味着出现健康问题的频率越少，健康水平越高。同时，我们运

用主成分法对这 6个调查项目进行因子分析。这 6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 0.843，经最大方

差法旋转，提取了1个因子——自评健康因子。我们运用公式把这个因子转换为1到100 之间的指数②。

此外，健康不平等是一个集体层次概念，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例如不同性别、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

健康不平等，也可称为健康差距。本研究对健康不平等的测量，也是基于自评健康展开。

表 1 自评健康因子分析

项目

您是否由于健康问题而在工作或生活上有困难

您是否有过身体疼痛的情况

您是否感到过不开心或是沮丧

您是否对自己失去过信心

您是否感到无法克服遇到的困难

您是否由于情绪问题（如沮丧或焦虑）而无法完成预期的工作或日常活动

特征值

平均方差

均值

平均值

3.957
3.598
3.728
4.216
4.086
4.144

标准差

1.103
1.160
1.001
0.904
0.962
0.904

因子分析

自评健康因子

0.714
0.664
0.776
0.783
0.800
0.785

3.423
57.049%

共量

0.510
0.441
0.602
0.613
0.640
0.617

2.市场化程度

所谓市场化，是指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过程，它不是简单的一项规章制度的变

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市场化是个宏观层次的变量，本研

究选用市场化指数来反映各省以及各地区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市场化指数主要来自樊纲等所发

① 原问卷中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5分，但为了分析上的方便，笔者将赋值顺序对调。

②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

-- 55



布的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①中的市场化指数。该报告主要对中国各省份的市场发育状况进行了评估，

其中的市场化指数统计口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

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介于 0到 12之间，为定距变量。市场化指数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本研究采用了 2012年的市场化

指数数据，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程度指数及其排序见表 2，统计发现，东、中、西部市场化指数平均得分

为 7.706、6.06和 4.854，可见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序格局非常明显。

表 2 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化程度指数及其排序

东部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福建

浙江

山东

广东

海南

市场化指数

8.31
8.87
5.58
6.65
8.67
9.95
7.27
9.33
7.41
8.37
5.44

排序

6
3
20
10
4
1
8
2
7
5
21

中部省份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内蒙古

广西

湖北

湖南

吉林

黑龙江

市场化指数

4.89
6.36
5.74
6.48
5.34
6.19
6.32
5.73
6.15
6.01

排序

24
12
18
11
22
14
13
19
15
17

西部省份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市场化指数

6.89
6.10
4.36
4.49
0.00
5.18
3.38
2.64
4.37
2.94

排序

9
16
27
25
31
23
28
30
26
29

3.单位部门

为了考察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跨部门差异，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两个相互排斥类别的虚拟变量：公

有部门与私有部门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本身与公权力相关联，可看作是比较典型的公共部

门。对于国有、集体企业，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某种“类公共部门”。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参照胡安宁、周

怡（2013）的分类方法，将公共部门和类公共部门合并为公有部门。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与国家公

权力的联系要比公有部门弱很多，可以认为它们主要体现的约束性条件是市场机制，所以可以看作私有部

门。由表 3可以看出，劳动力在公有部门就业的占 32.7%，在私有部门就业占 67.3%。

4.政治资本

我们用是否党员和是否管理者来测量非农劳动力的政治资本。尽管在改革时代，党员的政治权力作

用在发生变化，但也被证明是个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获得政治资本的有效途径（Hauser & Xie，2005；Shu &
Bian，2003；Wu & Xie，2003；Zhou，2000）。当然，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目前已经 8000多万，很多党员

在工作生活当中和非党员并无差异。因此，本文引入“是否管理者”来进一步测量劳动力的政治资本。“管

理者”意味着在工作上具有更大的权利和自主性，而这为其获取资源提供了便利。如表 3所示，党员所在

① 数据来源于《樊纲教授等发布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http://www.phbs.pku.edu.cn/content-419-3170-1.html。
②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将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差异视为市场化的指标。但我们认为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更加全面，包含了政

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市场化的影响可能有区域性，

也有个体性。本研究想考察的是个体性的一些特征在区域市场化影响下，对其健康的作用将会发生怎样变化。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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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13.7%；非党员为 86.3%；在工作中，“管理者”的占 21.3%，“非管理者”的占 78.7%。

5.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的社会位置的变动。本研究中，对于社会流动，我们通过主观阶层流动来测

量①，主要考察流动的方向，以及代内与代际流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在问卷中我们考察了非农劳动力目前

以及 10年前、14岁时候认为自己以及家庭分别处于怎样的阶层。我们将目前的阶层得分减去 10年前的阶

层得分，就得到了代内阶层变化的情况，如果得分为零，表示没有发生阶层流动或者是水平流动；如果得分

为正，那么则为代内上向流动，反之得分为负，则为代内下向流动。同样地，我们将目前的阶层得分减去 14
岁时候家庭的阶层得分，就得到了代际阶层变化的情况，如果得分为零，表示没有发生阶层流动或者是水

平流动；如果得分为正，那么则为代际上向流动，反之得分为负，则为代际下向流动。各个变量的频数和百

分比见表 3。可以看到，不管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上向流动占多数。

6.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Lowry & Xie，2009；王甫勤，2011/2012；胡安宁，2014；池上新，2014/2016；等），

我们把性别、年龄、年龄平方（以考察是否存在曲线关系）、社区类型、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对数等作为

控制变量。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变量

性别

男性

女性

社区类型

城市

农村

政治面貌

党员

非党员

代内社会流动

上向流动

水平流动

下向流动

代际社会流动

上向流动

水平流动

下向流动

样本数

1221
940

1715
446

296
1861

1488
513
119

1311
445
395

有效百分比

56.5%
43.5%

79.4%
20.6%

13.7%
86.3%

70.2%
24.2%
5.6%

60.9%
20.7%
18.4%

类别变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单位部门

公有部门

私有部门

是否管理者

是

否

连续变量

年龄

年龄平方

年收入对数

样本数

307
734
539
580

671
1381

460
1701

样本数

2161
2161
1946

有效百分比

14.2%
34.0%
25.0%
26.8%

32.7%
67.3%

21.3%
78.7%

平均值

40.1
1737.2
9.8

标准差

11.3
948.9
0.9

① 以往一些研究通过职业流动来测量社会流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具有片面性，因为职业只是社会经济

地位的其中一个维度；再如，社会流动往往跨度比较大，同一种职业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处在不同的阶层，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而采用主观阶层评分法，一则比较全面，二则并不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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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表 4为中国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从控制变量来看，性别对非农劳动

力健康具有显著差异，男性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呈现出健康的性别不平等。年龄、社区类型与

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关系，并未呈现显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如模型

1，和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劳动力相比，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劳动力的自评健

康得分要高出 3.665分、2.214分、2.723分。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是因为教育可以使人们在劳动力市场

上占有优势，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Blau & Duncan，1967），另外，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塑造人们健

康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而促进身体状态的完好（Sewell et al.，1975）。个人年收入对非农劳动力健康也具

有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模型 1中，个人年收入每增加 1个对数单位，其健康得分将增加 2.035分。各国研

究均表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稳健且持续的关系（Lowry & Xie，2009；Mack⁃
enbach et al.，2008）。

从市场化与非农劳动力健康看，模型 2、模型 3均显示，市场化指数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模型 2中，市场化指数每提高 1分，非农劳动力的自评健康得分将提高 0.687分。继续加入了单位部

门、政治资本、社会流动等因素，市场化指数对非农劳动力健康依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模型 3所示，

市场化指数每提高 1分，非农劳动力的自评健康得分将提高 0.730分。因此，假设 1.1得以验证，即市场化

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积极的净效应。换而言之，市场化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健康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模型 3中，从单位部门看，和私有部门相比，公有部门的劳动力要有更高的健康水平，如模型 3所示，公

有部门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要比私有部门高出 1.577分，表现出健康在不同单位部门之间的不平等，说明公

有部门在市场转型时期依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因此假设 2.1得以验证。从政治资本看，是否党员对劳动

力自评健康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否管理者”对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模型 3中，管理者要

比非管理者的健康得分更高 2.013分。一定程度也说明了，在市场转型时期，政治资本依然有助于非农劳

动力的健康，假设 3.1得以验证。这一结论支持了一些学者提出的“权力持续论”观点（Bian，2002；Bian &
Logan，1996；Tang & Parish，2000；Zhou，2000）。从社会流动看，不管是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发现上向

社会流动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并未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相反地，不管是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下向社会

流动显著地不利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如模型 3中，和“代内水平流动或未流动”的劳动力相比，代内下向

流动的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得分要低 2.916分；和“代际水平流动或未流动”的劳动力相比，代际下向流动的

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得分要低 3.036分。因此，假设 4.1得到部分验证。一个总的趋势，不管代内还是代际社

会流动，上向流动未能有利于健康，而下向流动则非常不利于健康。

模型 4加入了市场化指数和单位部门、政治资本、社会流动各项的交互作用，但只有市场化和单位部

门、是否管理者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余各项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图 4和图 5更为直观地

展现了这些交互作用。首先，市场化和单位部门的交互项系数为负数，则意味着公有部门对健康的积极作

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趋于弱化。如图 3所示，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健康差距会随着市场

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即市场化有助于减小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因此假设 2.2得

以验证。其次，我们看到市场化和是否管理者的交互项系数也为负数，意味着管理者对健康的正向作用也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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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而趋于弱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治资本对健康的积极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趋于弱

化。如图 4所示，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健康差距会随着市场化进程逐渐缩小。因此，市场化有助于减

小高低政治资本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假设 3.2也得以验证。市场转型本身对政治特权是一种威胁，因

为他们的精英地位会随着国家再分配体系的减小而下降。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市场转型或

精英再生论”（Nee，1989）。然而，市场化和社会流动交互效应的不显著，意味着随着市场化进程，社会流

动是扩大健康不平等，还是缩小健康不平等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即假设 4.2和 4.3均未能得以验证。

表 4 市场转型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及趋势

性别 a

年龄

年龄平方

社区类型 b

受教育程度 c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年收入对数

单位部门 d

是否党员 e

是否管理者 f

代内社会流动 g

代内上向流动

代内下向流动

代际社会流动 h

代际上向流动

代际下向流动

市场化指数

市场化×单位部门

市场化×是否党员

市场化×是否管理者

市场化×代内上向流动

市场化×代内下向流动

市场化×代际上向流动

市场化×代际下向流动

常数

一层样本量

二层样本量

组内相关系数（ICC）
chi2
BIC/df

模型1
1.879**（0.783）
0.145（0.210）
-0.002（0.003）
0.238（0.985）

3.665***（1.211）
2.214*（1.301）
2.723*（1.419）

2.035***（0.481）

52.012***（5.876）
1904
26

0.015
50.33***

16039.73/11

模型2
1.976**（0.784）
0.153（0.210）
-0.002（0.003）
0.044（0.984）

3.591***（1.208）
2.139*（1.299）
2.698*（1.415）

1.906***（0.480）

0.687**（0.304）

48.878***（5.943）
1904
26

0.009
54.86***

16042.75/12

模型3
1.963**（0.802）
-0.060（0.219）
0.001（0.003）
1.175（1.032）

4.011***（1.273）
2.009（1.389）
1.409（1.584）

1.520***（0.506）
1.577*（0.922）
1.480（1.197）

2.013**（0.960）

0.760（0.921）
-2.916*（1.705）

-0.068（0.981）
-3.036**（1.207）
0.730**（0.310）

54.744***（6.412）
1767
26

0.009
83.80***

14862.61/19

模型4
1.939**（0.802）
-0.083（0.219）
0.001（0.003）
1.030（1.029）

3.915***（1.272）
1.939（1.389）
1.406（1.589）

1.542***（0.506）
1.686*（1.021）
6.997（4.891）
6.896*（3.899）

-4.791（4.010）
-8.021（7.239）

3.713（4.248）
5.765（5.039）
1.034（0.748）

-0.905*（0.526）
-0.835（0.700）
-0.927*（0.560）
0.829（0.583）
0.819（1.024）
-0.574（0.621）
-1.335（0.940）

53.197***（7.753）
1767
26

0.009
93.92***

14904.82/26
注：（1）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参考类别：a“女性”，b“农村”，c“小学及以下”，d“私有部门”，e“非党员”，f“非管理

者”，g“代内水平流动或未流动”，h“代际水平流动或未流动”；（3）***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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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单位部门下市场化指数和自评健康的作用关系

图 4 “是否管理者”下市场化指数和自评健康的作用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健康及健康不平等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201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发表了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讲话，将人民健康问题提升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党的

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与此同时，健康的不平等问题也需引起重视。由于不同人群在先天身体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地

位、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以及医疗卫生的可及性等方面存有差异，使得一个社会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

健康不平等问题，比如健康的城乡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区域不平等、阶层不平等。健康不平等会引发

其他的社会问题：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看，健康不平等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就业与收入，收入的降低会影

响个人和家庭的健康投资，进而可能导致“健康贫困”的恶性循环；从国家和社会角度来看，健康不平等会

市场转型与非农劳动力的健康及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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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与质量，同时过高的健康不平等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等产

生重大影响。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产生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并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来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实现健康公平。本文从市场转型理论出发，以CGSS2011调查数据为

基础，通过多层次回归模型，考察了市场化程度对中国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影响，以及单位部门、政治资

本、社会流动等因素在市场化进程中影响非农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变化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市场化对中国非农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利大于弊。换而言之，中国的市场化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

有积极的净效应。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个研究发现。一方面，市场化通过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

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改善了非农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收入对于健康的积极效应已得到了众

多学者的认同（Lowry & Xie，2009；王甫勤，2011/2012；焦开山，2014；池上新，2014/2016；等）。另一方面，

市场化水平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居民对经济前景的不同预期，从而影响他们看待社会变迁的态度。市场化

程度高的地区，公共设施完善，消费商品供应多样，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心态比较

好；相反，那些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居民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市场改革的消极后果，如工作保障的缺失、收

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Hauser & Xie，2005；Khan & Riskin，1998），社会心态往往比较差。再一方面，市场

化水平的差异可能带来不同的日常体验（Phillips et al.，1999）。由于市场转型意味着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和社会结构的变革，那些生活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面临更大的调整。不断变化

的环境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取决于这种变化是否是正向的（Ross et al.，2000）。如果他们察觉到的变

化是积极的，那么变化的环境可以改善居民的身心健康。

第二，非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存在跨部门差异，公有部门要显著高于私有部门，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公私

两部门劳动力的健康不平等将逐渐缩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被广泛接纳的制度安排是一直存在“国家

再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区隔、共存和联系。这两类制度的运行逻辑迥异，相互竞争而又相互补

充。在市场改革时期，两种经济机制有着不同的表现，虽然Nee（1989）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提供了一个从再

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想化模型，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市场改革以后的中国社会，国家再分配机制

与市场机制共存甚至共变才更符合实际情况（Bian & Logan，1996；Zhou，2000）。公有部门采用的是“国家再

分配制度”，私有部门运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改革时期，公有部门依然延续着国家再分配的福利保

障，往往具有更小的市场风险和更大的稳定感，因此公有部门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要显著高于私有部门。

当然，随着市场化机制的深入推进，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私有部门的未来前景也

将更好，带给人们越来越乐观的态度。此外，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也将带给居民更高的经济收益，从而

获得更好的健康保障。这种经济高收益和乐观感可以补偿因为工作环境不稳定而对身心健康造成的负面

影响。相反地，国家再分配体制在市场改革时期将会进一步萎缩，比如国企的股份制改革等，公有部门的

福利保障在未来难以长期持有。因此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健康差距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越来越小，即市

场化有利于缩小公私部门劳动力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第三，政治资本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效应也将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趋于弱化。关于

市场转型，一个最重要的争论就是市场化改革是否改变了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率。正是在这一核心问题

上的分歧导致了“市场转型/精英再生论”与“权力持续/精英循环论”的激烈争论。倪志伟起初以“市场转型

论”断言政治权力的作用不断式微并最终会为市场权力所取代，而后又在回应别人的批判时将其修正为既

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再生性的二元体系（Nee，1989/1991/1996）。“权力持续论”者的观点虽不尽一致，但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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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具有延续性（Bian，2002；Bian & Lo⁃
gan，1996；Tang & Parish，2000；Zhou，2000）。本研究发现，政治资本对非农劳动力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这

说明政治资本在市场改革的目前阶段依然具有延续性，可以获取更多有利于健康的资源，从而一定程度上

支持了“权力持续论”。当然，我们看到了，这种积极效应也将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趋于弱化，这说明“市场转

型论”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四，不管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上向社会流动并未有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但下向社会流动明显

不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至于社会流动在市场化进程中是扩大还是缩小健康不平等，并未得到有效验证。

市场转型的后果之一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为大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提供了新的上向流动的

机会和渠道。尽管对于社会阶层与健康是否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一直存在“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

的争议（Warren，2009）。社会因果论认为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位置导致人们在工作环境、接受医疗

服务的机会、健康风险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的健康状况比处于社会下层地

位的人要占有优势（Preston，1975；Rodgers，1979；Gravelle，2002；Dahl，1996）。健康选择论认为健康状况

是人们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那些良好健康状况的人才能够获得上向流动，而健康状况

较差的人将会发生下向流动（West，1991），因而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人的健康状况要优于社会下层的人。

然而，本研究却发现，不管代内还是代际社会流动，上向社会流动并未有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原因可能

是上向流动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这些是以自身健康作为代价的。虽然上向流动获得了更高的社

会阶层，也带来更多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医疗资源，但这些与上向流动过程的健康代价相抵消，导致最终上

向社会流动并未有助于非农劳动力健康。

当然，在公共健康领域，研究者们也关注社会流动是否有益于增加或减少健康不平等。一方面，社会

经济地位与居民的健康不平等存有密切的关系，而社会流动被认为是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一种主要途径

（Lipset & Bendix，1959），因此，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能够让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上向流动，进而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也进一步导致机会的分化和新的不平等，比

如社会流动的不平等，而社会流动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但是，社会流动在市场

化进程中是扩大健康不平等还是缩小健康不平等并没有得到有效验证，这将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评健康是有效反映个体感知的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Murray & Chen，
1992；Sen，2002），在中国情境下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齐亚强，2014），但是，不得不承认，自评健康会受

到个体认知偏差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回答偏误问题，受不同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关于健康的评价标

准、期望与认知差异的影响，其回答结果在不同人群中的可比性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齐亚强，2014）。因

此，本研究得到的关于自评健康的一些结论，不能简单地直接外推应用到其他健康测度指标上。健康以及

疾病的多维性本身要求我们在健康研究中有必要收集和分析多项不同维度的指标。因此，在未来研究中，

我们可以同时收集自评健康指标和客观体测指标，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高对健康现象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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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Transition and Health Inequality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HI Shang-xin

Abstract：Starting with the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based on CGSS2011 survey data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marketization on China's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influences of sector, political capital, social mobili⁃
ty on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self-rated health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Main findings are：
first, unlik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hina's marketization has a positive net effect on the health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second, there are cross-sectoral differences in the health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s. The health level in public secto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rivate sector, but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the health gap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hrinks gradually. Third, politi⁃
cal capital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health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but this effect weakened in the mar⁃
ketization process. Fourth, upward social mobility does not benefit the health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re⁃
gardless of intra-generational o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ut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is obviously not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 of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s to whether social mobility is expanding or re⁃
ducing health inequa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t has not yet been verified.

Key words：Market Transition; Self- rated Health; Non-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Sectors; Political
Capital; Soci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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